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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创新导向的市场环境下,员工越轨创新行为在现代企业屡见不鲜。 为探究影响越轨创新行为的个体因素,本文基

于主动动机模型,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自恋型员工是否会通过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影响员工越轨创新行

为,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员工职业使命感的调节作用。 基于 375 份来自科研岗位员工的调研问卷,本文发现员工自恋对其越轨

创新行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中介了自恋与越轨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员工的职业使命感正向调

节了自恋与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之间的直接效应,
 

且正向调节了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在自恋与越轨创新行为之间

的中介作用。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于扩展越轨创新领域的文献,以及启发如何引导员工越轨创新行为提供了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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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024 年 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
颠覆性科技创新,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 在创新驱动的

新时代背景下,员工创新成为企业和社会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尽管员工创新已得到企业管理层的普遍重

视,但由于企业资源的有限性和市场的日新月异,很多员工无法在企业或领导的支持下落实创新想法,因而

选择通过非合规渠道、自发地深入探索创新想法。 这种未经组织正式授权和允许的创新行为即为越轨创新

(creative
 

deviance) [1-2] 。 越轨创新行为是员工创新行为中的一种,但又不同于常规的创新行为,越轨创新一

旦成功,会给企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收益。 例如,201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中村修二的研究便是在企业

不支持其创新想法的情况下所进行的[3] 。 但越轨创新也可能会破坏组织规则,增加员工的离职倾向,对绩

效产生消极的影响[2] 。 越轨创新表面上是员工没有服从组织规范,但员工坚持探索创新想法的行为有可能

创造出具有突破性和里程碑意义的创新产品,高风险与高回报同在的越轨创新引起了管理学者和实践者的

兴趣,但已有研究对员工越轨创新的前因探讨较为有限。 特别是在国家高度重视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时代背

景下,由于员工往往能够通过越轨创新带来重大革新与发展机遇,所以应当更加深入地认识越轨创新行为

产生的前置条件,从而激发员工更多的创新活力。
根据 Mainemelis 的理论框架,越轨创新的产生是具有多层次的,不同的组织环境、团队氛围、个人特征均

会影响越轨创新的产生[1] 。 目前的研究大多关注于包括组织、团队在内的环境因素对于个体越轨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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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塑造。 例如,组织层面,已有研究认为组织差错管理氛围[4] 会促进越轨创新行为;团队层面,已有研究主

要关注团队氛围或领导风格等,团队创新氛围[5] 、团队压力[6] 、领导亲和型幽默与亲社会行为[7-8] 会增加员

工越轨创新,道德型领导[9] 、伦理型领导[10]则会抑制越轨创新行为。
关于驱动越轨创新行为产生的个体要素,已有研究对此的认识并不充分。 考虑到实施越轨创新常伴随

着较大的压力,实施者需要有比实施常规创新更坚定的自我信念,能够抵抗、甚至忽视外界的阻碍[11] ,本文

提出自恋者往往更加可能实施越轨创新行为。 基于主动动机模型[12] ,本文提出自恋特质塑造了个体对于能

够成功实现创新的认识(can
 

do),即越是自恋的个体,就越相信自己拥有打破常规、实现创新的能力,因此就

越有动机来打破规范,实施越轨创新。 根据主动动机模型,除能力维度外,个体还需要有足够的意愿来实施

越轨创新行为(reason
 

to)。 因此,本文在此基础上了检验了职业使命感的调节作用,提出具有高职业使命感

的个体有着更强的意愿去取得打破常规的创新结果,因此有着更强的意愿来实施打破常规的创新行为。 当

自恋的员工同时拥有较高的职业使命感时,由于其兼具主动动机模型中的能力维度及意愿维度,因此有着

更强的打破规范动机,也更容易产生高水平的越轨创新行为。
本文期望做出三点研究贡献:一是丰富已有文献对于越轨创新产生的个体因素的认识。 基于主动动机

模型,从能力维度及意愿维度两方面讨论影响越轨创新的个体层次的前因变量。 二是深化已有研究对于自

恋者进行创新模式的认识。 目前,已有研究对于自恋与创新行为之间关系的认识仍不明晰。 部分研究者认

为,具有自恋型人格的员工往往更能依靠自己进行独立探索,表现出较多的创新行为[13] ;然而,也有研究显

示,自恋和创新行为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14-15] 。 本文通过细化具体的创新行为,发现自恋者善于通过越

轨创新的方式进行创新,这对于进一步深入认识自恋者的创新方式提供了参考。 三是通过解释自恋型人格

影响越轨创新的过程机制,丰富了主动动机模型的理论应用范畴,为该理论提供更多的实证支持。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理论基础

本文基于主动动机模型[12] ,探讨自恋型人格如何及何时引发越轨创新行为。 根据主动动机模型,人
格特质是激发员工主动行为的重要动机来源之一,并借由“能力动机( can

 

do) ”与“理由动机( reason
 

to) ”
等动机途径对员工主动行为产生深刻影响。 具体而言,能力动机是指个体感知到自己有能力做出主动行

为,理由动机则反映了个人做出主动行为的意愿。 已有越轨创新相关研究对“理由动机” ,如员工的亲社

会动机[16] 、情绪耗竭[10,17] 进行了检验,而对“能力动机”如何影响越轨创新关注较少。 但鉴于越轨创新

本身是一种伴随着风险与不确定性的自发行为,需要员工对创新能力保持自信,并敢于挑战、突破规则的

束缚,因此“能力动机”实则是激发越轨创新的关键动机因素。 尤其是员工的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

(creativity-driven
 

norm-breaking
 

motives)作为一种重要的“能力动机” ,具有该动机的员工对自己的创新能

力高度自信,且相信为提高创造力或实现创新行为,违反组织政策和规范是可接受的、合理的[18] 。 已有

研究表明,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会导致越轨行为[18] ,这是进一步引发越轨创新的重要基础和前提。
而自恋型员工往往由于其自身优越感和对自我创造力的高估,激发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19] 。 因此,
本文第一个目的是探究自恋型人格是否会通过影响员工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进而对其越轨创新产

生影响。
此外,主动动机模型提出,除个体性格外,其他个体差异也是影响主动动机的一个重要因素,且这些因

素会产生交互作用。 职业使命感反映了个体对工作职业的价值观和信念,具有高职业使命感的人会赋予工

作本身更多的意义感,增加对工作的认同[20-21] 。 因此,当自恋的员工具有较高的职业使命感时,往往会强化

其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因为他们更倾向于认为越轨创新是组织给予的使命和责任,也是个人对工作

与职业的一种使命和责任,所以即使上级命令停止对新想法的探索,但个人依然会基于创造力驱动打破规

范动机做出越轨创新。 因此,本文的第二个目的就是探究员工职业使命如何影响员工自恋特质与员工和创

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之间的关系,进而对越轨创新产生影响。
综上所述,本文将越轨创新研究聚焦于个人层面。 个人的人格特质、价值观被认为是决定行为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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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因素[22-25] ,本文将自恋作为个人的人格特质,将工作使命感作为个人的价值取向,研究其对越轨创新的

影响。 本文基于主动动机模型[12] ,构建了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自恋型员工是否会通过创造力驱动

打破规范动机影响员工越轨创新,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员工职业使命感的调节作用,即使命感是否会强化自

恋型员工的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进而增强员工的越轨创新。 本文通过构建自恋型员工与越轨创新之

间的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丰富越轨创新的个体特质前因研究,拓展个体因素对员工越轨创新的动机影响机

制和边界条件。 此外,通过研究结果分析,帮助组织管理者对员工自恋特质型人格有更正确的认知,并鼓励

管理者有效引导自恋型员工为组织发展带来积极结果。
(二)研究假设

1. 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的中介作用

根据主动动机模型,个人特质、性格会塑造员工追求主动性目标的动机,进而影响其主动行为[12] 。 其中

一种重要的动机来源为“能力动机(can
 

do)”。 这种动机描述了个体感知到的作出某种行为的自信程度、结
果可获得性或风险成本[12] 。 员工的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是一种重要的能力动机,具有这种动机的员工

相信自己的创造力水平,认为为了提高创造力或实现创新行为,他 / 她可以违反组织政策和规范,且这样做

是可接受的、合理的[18] 。
自恋是一种相对稳定的个体差异,是一种缺乏同理心、具有强烈心理优越感和权利感、自我认知膨胀的

人格特质[26-28] 。 崔智淞等[29]研究提出,自恋主义倾向是员工越轨创新动机的内在动机源泉,自恋程度越高,
员工越可能产生违抗上级命令的动机。 之前的研究虽然进行了员工自恋特质主义倾向与越轨创新关系的

研究,但是其中具体的作用机制尚不清晰,而本文将聚焦于探讨其中的机制。 基于已有理论,本文认为自恋

者表现出的“优越感”及对自身创造力的高估将促使其产生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主要基于以下几点

原因。
首先,高自恋主义员工基于对自身“优越感”的认知,倾向产生打破规范动机。 自恋的员工拥有强烈的

特权感[19] ,在同等条件下,高自恋员工基于对自身“优越性”的认知,认为自己可以不遵守现有规则、打破规

范。 他们认为自己不需要像其他“普通”员工一样受到组织规则、规范的框架约束,或者接受组织及上级命

令的束缚。 打破规范能够体现出他们超越组织内其他人的能力水平(如创造力水平)。
其次,高自恋主义者倾向于认为自己应该得到他人认可[30] ,获得相应的积极评价或奖励[31] ,并会对外

界予以的否定产生一种防御机制。 自恋者希望保持对他人的优越感,保护自我不受不愉快的评价信息的影

响,哪怕这些评价信息是准确的。 当自恋者听到反对他们提出的创意主张的声音时,会感到自身的优越感

受到了威胁,会对外界予以的否定产生一种防御机制。 因此,当自恋者提出的创意想法被领导拒绝时,会引

起自恋者的负面情绪,如愤怒或沮丧,这会导致高自恋主义员工产生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 他们认为

领导的评价或组织的规则是不合理的,需要打破这些条条框框以实现自己的正确想法[31] 。 这种创造力驱动

打破规范动机肯定了自恋者的优越性和自我认同。
最后,高自恋主义员工通常会高估自身的创造力,产生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32] 。 高自恋员工认为

自己强于组织内的其他人[33] ,Furnham 等[19]认为自恋者相信他们有特殊和独特的才能,认为自己具有高度

的创造力。 Goncalo 等[15]的研究也发现,高自恋员工经常高估自己的创造力。 因此,当员工提出的创意想法

未得到上级认可时,高自恋员工依然对该想法充满信心,表现出过度自信[34] ,认为个人的创意想法一旦落

地,将会产生突破性创新成果、带来巨大成功。 当提出的新想法被上级否定时,高自恋主义员工通常不会反

思新想法本身是否存在问题,而是倾向将想法被否定归因于上级的知识和技能水平不足,依然对自己提出

的新想法充满信心,认为自己有权利打破规范,进而基于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坚持推动创意的落地

实践。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1:
员工自恋特质与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呈正相关关系(H1)。
主动动机模型提出,主动行为是受动机驱动的、有意识的、目标导向的行为[12] 。 员工的动机状态会影响

其主动行为的目标制定和实现目标的行为过程。 本文认为员工的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会进而影响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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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的越轨创新。 一方面,当员工具有较高的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时,他们会认为只有通过打破规范,才
能实现个人的创新目标[18] 。 因此,为了实现较高的创造力绩效,具有高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的员工会

投入更多时间、精力或资源参与到越轨创新。 他们会无视组织已建立的规范,致力于完善自己的创意想法、
继续从事被上级叫停的创新行为,因此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者更容易产生越轨创新。 另一方面,当打

破规范以利于创新的动机得到加强时,员工对越轨创新的心理障碍就会被削弱,他们关于被社会不认可或

受到排斥的担心会减弱[35] 。 因此,员工不会对做出越轨创新感到内疚。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认为打破规范

是被允许的或者被接受的,一旦他们发现严格遵守规范会损害他们探索或加强创造性想法的能力,他们就

会从事越轨创新。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2:
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与越轨创新呈正相关关系(H2)。
根据主动动机模型,员工个体特质能够通过影响员工动机状态进而影响其主动行为[12] 。 高自恋主义员

工渴望权力,对地位、成就有较高的需求[36] 。 当提出的新想法被上级否定时,他们渴望自己有推动新想法落

地的支配权,希望打破约束,推动创意想法的实施。 因此,自恋倾向高的员工会产生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

机,以违抗命令的方式继续实施那些虽被上级拒绝、但在高自恋主义员工看来具有巨大潜在价值的创新想

法,进而维护自我优越感和权力控制感,做出越轨创新的角色外行为[37] 。
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3:
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中介了自恋与越轨创新之间的关系(H3)。
2. 职业使命感的调节作用

根据主动动机模型,个体的性格、特质等不仅仅会直接影响动机状态,也会与其他个体特点因素共同对

个体动机产生交互影响[12] 。 职业使命感是“员工基于个体价值观和信念形成的,涉及对自身与职业之间关

系、价值及存在意义认可的一种长期、稳定的心理概念” [20-21] 。 已有研究表明,职业使命感会产生积极的工

作影响,如提升员工工作投入[38] 、工作满意度[21] 、工作承诺[39] ,降低员工离职意愿[39] 。
职业使命感对于个人的身份和对工作的认知具有重要影响[39] ,高使命感员工具有更强的工作动机[40]

及对工作的认同[41] 。 顾江洪等[42]认为,对于同样的工作,相对于职业使命感低的员工,职业使命感高的员

工会额外赋予这些工作更多的内在意义,从而提升工作投入。 当自恋型员工具有更高的职业使命感时,这
些员工会更加认为自己有责任、有理由为了实现更高水平的创新绩效而打破现在规则。 他们认为为了实现

创新而产生的规则破坏行为是其工作价值、工作使命的体现,因此这种情况下的规则破坏是合理的、可接受

的,而且更加满足了自恋型员工的“优越感”需求。 职业使命感为自恋型员工的创新驱动的规则破坏动机提

供了更加合理的解释和理由。 此外,职业使命感高的员工更关注工作内容本身[20-21] ,容易忽视组织设定的

规则、命令等,当这些框架阻碍其实现工作任务本身时,他们会选择打破这些规则,义无反顾地去完成创新

工作目标。
相反,当员工职业使命感较低时,自恋型员工不会赋予越轨创新更多的重要意义[41] 。 在这种情况下,自

恋型人格所激发的创新驱动的规则破坏动机会被减弱。 自恋型员工不会强烈认为,为提升创造力而破坏组

织规则、程序或流程是其工作重要性或者工作优越感的体现。 因此相比于职业使命感较高的员工,当员工

的职业使命感较低时,自恋型员工所具有的创新驱动的规则打破动机会相对较弱。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职

业使命感在员工自恋特质型性格和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之间起到调节作用:
员工的职业使命感调节员工自恋特质与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之间的关系,即当员工的职业使命感

越高,自恋与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反之越弱(H4)。
综合以上假设,即假设 3 提出了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在自恋和越轨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假设 4 提

出员工的职业使命感调节自恋与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之间的关系,本文最终提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

型,即职业使命感调节了自恋通过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对越轨创新产生的间接作用。 具体而言,当员

工具有较高的职业使命感时,自恋型员工会认为为提升创造力而进行的规则破坏是组织赋予的工作使命,
这种行为具有更高的工作意义和价值,也是其个体“优越性”的体现,因此具有更强的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

221

技术经济 第 43 卷　 第 11 期



动机。 这种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进而会促进员工的越轨创新。 相反,当员工具有较低的职业使命感

时,自恋型员工所产生的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会相对较弱,因此对越轨创新的活动参与度也会降低。

图 1　 理论模型

综上所述,本文提出假设 5:
员工的职业使命感调节员工自恋特质通过创造力

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对越轨创新之间的间接作用。 即职

业使命感越高,这一中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H5)。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三、研究方法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我国某大型汽车企业中多家子公司的技术研发及基础科研岗位员工为调查对象,研究样本分

布于我国浙江、江苏、福建、广东。 在征得该企业管理层、人力资源管理部门经理、科研单位管理人员同意

后,研究人员获取自愿参与调研的成员的名单和电子邮箱地址,向自愿参与本次调研的员工发送电子邮件,
详细说明了本次调研的目的和具体流程,并保证研究数据仅用于学术研究,且不会提供给企业或其他人员。
为避免同源数据偏差,本文采用多时间点调研程序,分三批进行数据收集。

本文进行第一次调查时,向自愿参与本次调研的 457 名员工发放了问卷,让员工评价其自恋型人格特

质、职业使命感并提供个人人口统计学信息。 第一次调查共回收了 418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1. 47%。 间

隔三个星期后,进行第二次调查,向第一次参与调研的 418 名员工继续发放问卷,让其评价自身的创造力驱

动打破规则动机,本次共回收了 392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3. 78%。 在第二次调查结束的三个星期后,进行

第三次调查,发放 392 份员工问卷,让员工对自己的越轨创新作出评价,共回收 375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5. 66%。 调研数据的收集情况如表 1 所示。
在样本结构方面,员工中男性占 85. 3%,女性占 14. 7%。 平均年龄为 35. 943 岁,标准差为 8. 690。 工作

年限平均为 8. 79 年,标准差为 5. 779。 从教育程度来看,硕士及以上学历的员工占 9. 9%,大专及本科学历

的员工占 88. 6%,高中及以下学历的人占 5. 9%。

表 1　 调研数据收集情况

轮次 评价者 调查内容 发放量 回收量 回收率(%)
第一轮 员工 员工自恋特质、职业使命感、人口统计信息 457 418 91. 47
第二轮 员工 创造力驱动打破规则动机 418 392 93. 78
第三轮 员工 越轨创新 392 375 95. 66

(二)测量工具

本文为确保测量工具的效度及信度,采用的均为国内外的成熟量表。 在将英文量表翻译成中文的过程

中,研究者遵循 Brislin[43]提出的“翻译-回溯”的程序规则。 在专家的指导下,研究者将英文量表翻译成中

文,再由 2 名管理学博士进行回译,最后再由 2 名英文专业的博士生进行校对和修正。 除了人口统计学变量

外,所有量表采用 Likert 六点计分法,从非常不同意(1 分)到非常同意(6 分),代表员工对问卷题项的不同

程度的评分。
(1)员工的自恋特质。 本文采用 Jonason 和 Webster[44]编制的量表对员工的自恋特质进行测量,参考了

耿耀国等[45]编写的中文版本量表翻译。 该量表包含 4 个条目,由员工进行自我评价。 分数越高,表明员工

的自恋特质越突出。 测量条目的示例为:“我希望别人赞美我” “我希望别人关注我”。 本文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849。
(2)职业使命感。 本文采用 Dobrow 和 Tosti-Kharas[21]开发的量表对员工的职业使命感进行测量。 该量

表包含 4 个条目,由员工进行自我评价。 测量条目的示例为:“我的工作总是以某种形式存在于我的脑海

中”“即使我不在工作时,我也会经常思考有关工作的事情”。 本文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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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 本文采用 Ng 和 Yam[18]开发的量表对员工的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

进行测量。 该量表包含 3 个条目,由员工进行自我评价。 测量条目的示例为:“我觉得如果忽略或违反组织

政策和规范可以提高我的创造力,那没什么大不了的” “我觉得如果组织政策和规范干扰了我的创造力,我
应该打破这些政策和规范”。 本文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06。
(4)越轨创新。 本文采用 Lin 等[46]开发的量表对员工的越轨创新进行测量。 该量表包含 9 个条目,由

员工进行自我评价。 测量条目的示例为:“虽然某些想法已经被上级叫停,但我仍在推进它们”“在工作的时

候,我经常会思考如何使那些已被拒绝的想法变得更好”。 本文中该量表的 Cronbachs
 

α 系数为 0. 950。
(5)控制变量。 本文的控制变量包括员工的背景变量(年龄、性别、学历)。 其中,在性别变量中,1 代表

男,2 代表女。 在学历变量中,1 表示大学专科,2 表示大学本科,3 表示硕士研究生,4 表示博士研究生。 以

往研究发现这些人口统计学变量会影响员工越轨创新[46-48] ,因此本文将其纳入控制变量,以消除这些变量

对研究模型结果的影响。
(三)分析策略

本文模型的检验分为测量模型和路径模型检验两部分。 首先,基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验证性因子分

析检验测量模型的效果。 其次,本文采用 Mplus
 

7. 4[49] 分别通过检验中介效应、调节效应、以及有调节的中

介效应来检验本文的路径模型。 由于数据的嵌套性(员工嵌套在团队内),本文首先计算了 ICC(1),即组间

差异,来检验数据的结构是否会影响到结果的可靠性。 结果显示,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 ICC(1) =
0. 02]和员工越轨创新[ ICC(1)= 0. 01]的组间差异都不显著。 由于组间差异的不显著性,本文采用 MPlus

 

7. 4 进行 1-1-1 模型检验。 交互项采用总体均值(grand-mean)的乘积项,即员工自恋特质㜱职业使命感。 遵

循以往研究[50] ,本文采用极大似然法和稳健性标准误来估计回归系数。 中介检验采用 95%修正偏差(Bias-
corrected

 

95%CI)以及多次重复抽样(Bootstrapping)来检验[51] 。 学者发现该种方法相较于其他方法在检验

中介以及被调节的中介机制时结果可靠性更强[51] 。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通过软件 SPSS26. 0 进行统计分析,得到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由表 2 可知,自恋与越轨创

新( r= 0. 235,p
 

<
 

0. 001)、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 r= 0. 252,p
 

<
 

0. 001)正相关,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

与越轨创新正相关( r= 0. 242,p
 

<
 

0. 01)。 根据统计分析结果,变量的相关性基本符合假设,研究假设得到了

初步验证。

表 2　 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矩阵

变量名称 均值 方差 1 2 3 4 5 6
1. 年龄 35. 943 8. 690
2. 性别 1. 147 0. 354 -0. 057
3. 学历 3. 032 0. 478 -0. 171∗∗∗ 0. 130∗

4. 自恋 4. 224 1. 046 -0. 176∗∗∗ -0. 004 0. 035
5. 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 2. 560 1. 418 0. 002 -0. 077 0. 054 0. 252∗∗∗

6. 职业使命感 4. 821 0. 870 0. 144∗∗ -0. 059 -0. 019 0. 172∗∗∗ -0. 050
7. 越轨创新 3. 700 1. 090 -0. 013 -0. 100 0. 007 0. 235∗∗∗ 0. 242∗∗ 0. 056

　 　 注:N
 

=
 

375;∗表示 P<
 

0. 05,∗∗表示 P<
 

0. 01,∗∗∗表示 P<
 

0. 001。
 

(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尽管本文采用了多时间点的研究设计来避免同源方法偏差,但由于 4 个变量的问卷均由员工自己填写,
仍有可能对研究结果产生干扰。 因此,本文运用软件 SPSS26. 0 进行 Harman[52] 单因素检验,结果显示抽取

的因子数量等于 5,总体方差解释量为 68. 891%,第一个因子的解释量为 27. 958%,小于 40%。 由此可见,本
文中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这为后续的统计分析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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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文采用软件 Mplus
 

7. 4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对这 4 个变量进行区分效度检验,如表 3 所示。 结果表明,
与其他因子模型相比,四因子模型拟合效果最好,具有明显的区分效度,其中 df

 

=
 

342,CFI
 

=
 

0. 936,TLI
 

=
 

0. 925。 CFI 和 TFI 值达到标准值 0. 90,RMSEA 小于 0. 06,组内 SRMR 小于 0. 08,均达到模型拟合标准。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CFI TLI RMSEA SRMR
四因子模型:F1;F2;F3;F4 1019. 16 342 0. 936 0. 925 0. 058 0. 058
三因子模型:F1+F3;F2;F4 2353. 377 347 0. 779 0. 759 0. 124 0. 089
二因子模型:F1+F3+F4;F2 3042. 461 349 0. 703 0. 678 0. 144 0. 126
单因子模型:F1+F2+F3+F4 6290. 608 350 0. 345 0. 292 0. 213 0. 309

　 注:F1 代表员工自恋特质,F2 代表职业使命感,F3 代表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F4 代表越轨创新。

(四)假设检验

中介效应检验。 M1 和 M3 是仅加入控制变量的基准回归模型。 陆续加入员工自恋特质与创造力驱动打

破规范动机变量后,结果如表 4 显示,员工自恋特质对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有显著正向影响(M2,β
 

=
 

0. 351,P<
 

0. 001),假设 1 得到验证;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对越轨创新具有显著正向影响(M5,β
 

=
 

0. 181,
P<

 

0. 001),假设 2 得到验证。 为进一步验证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的中介作用,将越轨创新作为因变量,本
文采用软件 Mplus

 

7. 4 计算 95%置信区间( Bootstrapping
 

=
 

5000) 得到
 

β
 

=
 

0. 0512,95%
 

CI
 

=
 

[0. 0197,
 

0. 0900]。 综上所述,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在自恋和越轨创新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假设 3 得到验证。
调节效应检验。 为验证职业使命感的调节作用,首先将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作为因变量,在此基

础上加入控制变量作为回归基准模型 M7;其次在 M7 的基础上加入自变量(员工自恋特质)作为 M8。 在 M8

表 4　 主效应与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 越轨创新

变量 M1 M2 M3 M4 M5 M6
年龄 0. 001 0. 009 -0. 002 0. 003 -0. 002 0. 002
性别 -0. 341 -0. 325 -0. 316 -0. 305 -0. 254 -0. 258
学历 0. 196 0. 191 0. 039 0. 035 0. 004 0. 008

员工自恋特质 0. 351∗∗∗ 0. 249∗∗∗ 0. 198∗∗∗

创造力驱动打破
规范动机

0. 181∗∗∗ 0. 114∗∗

R2 0. 010 0. 075 0. 011 0. 066 0. 065 0. 098
ΔR2 0. 010 0. 065 0. 011 0. 055 0. 055 0. 088

F 1. 264 7. 518∗∗∗ 1. 316 6. 520∗∗∗ 6. 474∗∗∗ 8. 041∗∗∗

ΔF 1. 264 26. 023∗∗∗ 1. 316 21. 913∗∗∗ 21. 730∗∗∗ 17. 949∗∗∗

　 注:N=
 

375;∗表示 P<
 

0. 05,∗∗表示 P<
 

0. 01,∗∗∗表示 P<
 

0. 001。

表 5　 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

变量 M7 M8 M9
年龄 0. 001 0. 009 0. 011
性别 -0. 341 -0. 325 -0. 357
学历 0. 196 0. 191 0. 194

员工自恋特质 0. 351∗∗∗ 0. 370∗∗∗

职业使命感 -0. 129
员工自恋特质×职业使命感 0. 262∗∗∗

R2 0. 010 0. 075 0. 126
ΔR2 0. 010 0. 065 0. 038
F 1. 264 7. 518∗∗∗ 8. 809∗∗∗

ΔF 1. 264 26. 023∗∗∗ 16. 169∗∗∗

　 注:N= 375;∗表示 P<
 

0. 05,∗∗表示 P<
 

0. 01,∗∗∗表示 P<
 

0.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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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职业使命感的调节效果

表 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调节变量 条件间接效应

作用值 标准误 95%CI
高职业使命感 0. 0869 0. 0295 [0. 0334,0. 1517]
低职业使命感 0. 0148 0. 0133 [ -0. 0085,0. 0443]

差值(高值-低值) 0. 0721 0. 0210 [0. 0046,0. 0858]

的基础上分别加入职业使命感、员工自恋特质和职业

使命感的交互项得到 M9。 表 5 的结果显示,员工自恋

特质和职业使命感的交互项对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

机有显著正向影响(M9,β
 

=
 

0. 262,P<
 

0. 001),假设 4
得到验证。

为了更直观地体现调节效应,本文根据 Aiken 和

West[53] 的程序进行了简单斜率检验 ( simple
 

slope
 

test),分别在高于调节变量均值 1 个标准差和低于 1 个

标准差的基础上绘制调节效应图。 如图 2 所示,在员

工职业使命感较高时,员工自恋特质和创造力驱动打

破规则动机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 ( β = 0. 60,
 

P <
 

0. 001);相反,在员工职业使命感较低时,员工自恋特

质和创造力驱动打破规则动机之间的正向关系较弱且

不显著(β= 0. 10,
 

n. s. ,“n. s. ”为“no
 

significance”的缩

写,即该关系不显著。)。 因此,员工职业使命感在员工

自恋特质和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之间的调节作用

得到进一步验证。
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通过软件 Mplus

 

7. 4 计算 95%修正偏差的置信区间(bias-corrected
 

95%CI)检验有

调节的中介效应,验证职业使命感在均值加减一个标准差条件下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如表 6 所示,在高职

业使命感的情况下,自恋通过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对越轨创新的条件间接效应为 0. 0869,95%的置信

区间为[0. 0334,
 

0. 1517],不包含 0;在低职业使命感的情况下,自恋通过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对越轨

创新的条件间接效应为 0. 0148,95%的置信区间为[ -0. 0085,
 

0. 0443],包含 0。 此外,两种情形的间接效应

差值为 0. 0721,95%的置信区间为[0. 0046,
 

0. 0858],达到显著水平。 由此可见,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

的中介效应受到职业使命感的正向调节,假设 5 成立。

五、结果讨论

本文基于主动动机模型[12] ,
 

探讨自恋型员工对越轨创新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
 

深入分析创造力驱动

打破规范动机的中介作用以及职业使命感的调节作用。 通过对 375 份员工问卷数据进行分析,
 

结果发现:
 

自恋对员工越轨创新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中介了自恋与越轨创新之间的关系,
员工的职业使命感正向调节了自恋与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之间的直接效应,

 

且正向调节了创造力驱动

打破规范动机在自恋与越轨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 本文的假设及检验结果如表 7 所示。

表 7　 研究假设及检验结果

序号 假设内容 研究结果

　 　 员工特质:员工自恋特质对越轨创新的影响研究

假设 1 员工自恋特质与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呈正相关关系 支持

假设 2 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与越轨创新呈正相关关系 支持

假设 3 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中介了员工自恋特质与越轨创新之间的关系 支持

假设 4 员工的职业使命感调节员工自恋特质与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之间的关系,即当员工的职业使命感越
高,员工自恋特质与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反之越弱

支持

假设 5 员工的职业使命感调节自恋通过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对越轨创新之间的间接作用。 即职业使命感
越高,这一中介作用越强,反之越弱

支持

(一)理论意义

本文通过探讨员工自恋特质如何以及何时对员工越轨创新产生影响,对越轨创新、自恋等领域文献做

出以下几点贡献。 首先,本文丰富了员工越轨创新的前因变量研究。 以往对于员工的越轨创新的研究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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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越轨创新的影响结果,对其前因,尤其是个体层面的影响因素尚缺乏系统研究。 仅有少数研究探讨了

员工动机、心理状态等对越轨创新的影响,如员工的亲社会动机[16] 、个人成就动机[48] 等。 本文通过探究员

工自恋特质人格对其越轨创新的影响,从稳定的人格特质角度拓展了越轨创新前因变量的相关文献。 研究

发现,自恋型人格会激发员工的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进而导致越轨创新。 此外,虽然本文并未直接进

行假设,但研究结果显示自恋型人格对员工越轨创新具有直接正向影响。 这一研究结果弥补了当前研究的

不足,也为后续越轨创新的个体影响因素研究奠定了基础。
其次,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在员工自恋特质和越轨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解释了自恋型人格影响

越轨创新的过程机制,同时丰富了主动动机模型的理论应用范畴。 以往研究集中关注自恋型人格对创新或

者越轨行为之中单一结果的影响[54-56] ,仅有一篇文献对自恋型人格与员工越轨创新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

讨,研究发现员工自恋主义倾向对其越轨创新不存在显著直接影响[29] 。 然而已有研究缺少对影响机制的深

入研究,直接效应的不显著性很大程度是因为同时存在不同的影响机制。 本文基于主动动机模型[12] ,从能

力动机视角揭示员工自恋特质对其越轨创新的影响机制,打开员工自恋特质做出越轨创新的心理机制这一

“黑箱”,探讨自恋型人格在何种心理机制下做出了越轨创新。 此外,采用主动动机模型作为理论框架也拓

展了该理论的应用范畴。 以往关于主动动机模型的研究,主要关注员工的主动服务绩效[57] 、建言行为[18]

等,本文首次将主动动机模型用在越轨创新。 越轨创新本身反映了员工反抗领导命令、不遵守规则、自发进

行创新探索的行为[1] ,是员工主动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 该理论在员工越轨创新中的应用进一步拓展了主

动动机模型的适用范围,为该理论提供了更多的实证支持。
最后,探讨自恋特质与越轨创新关系的研究有助于拓展自恋的相关文献研究。 一方面,国内外已有的

自恋研究大多聚焦于领导层面,探讨领导自恋特质对团队创造力及员工创造力的影响[58] 。 例如,张海涛

等[59]研究发现,领导自恋特质对中层管理者的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作用。 这些研究忽略了员工个体的自恋

人格对其创新相关行为的影响。 本文通过聚焦员工个人自恋特质对越轨创新的影响机制和边界条件,弥补

这一领域的不足,同时响应了刘文兴等[60] 的呼吁,加强了对员工自恋特质在工作场所中行为表现的关注。
另一方面,以往关于自恋特质的研究多数集中于探索其负面影响,如员工工作场所越轨行为[56] 、不道德行

为[61] ,学者普遍认为自恋型人格是一种“黑暗”特质。 然而,近年来国内外学者也逐渐开始关注自恋倾向的

潜在积极影响,例如,有研究发现在组织支持的条件下,员工自恋特质更容易做出工作重塑行为[62] 。 本文延

续这一思路,发现自恋特质为员工的越轨创新提供了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且这种动机在具有高度职

业使命感的情况下作用更加明显。 考虑到越轨创新本身可能为组织带来的巨大收益,本文结果无疑有助于

打破关于自恋的“黑暗”特质的刻板印象,丰富了自恋的理论和实证研究。
(二)实践启示

本文结果为管理实践提供了重要参考价值和借鉴意义。
首先,自恋型人格对越轨创新的作用表明组织管理者要高度重视员工的自恋型人格。 由于自恋反映了

强烈的自我崇拜及相应的行为倾向,而这些行为倾向通常被认为是负面的[63] ,自恋型人格也常被视为是负

面人格特质,自恋者在工作场所中并不总是受到欢迎。 企业通常希望招聘有突出创造力的员工,而不是以

自我为中心、有自恋倾向的员工。 然而,本文促使企业管理者意识到人格特质本身没有好坏之分,高自恋倾

向的员工也有可能为企业带来福祉。 研究发现,高自恋的员工会表现出更多的越轨创新,而这种行为也可

能为企业带来巨大收益。 因此,组织不应该一概排斥高自恋倾向的员工,而是应加以正确引导,发挥其积极

的正向影响。
其次,组织管理者要关注员工做出越轨创新背后的心理动机。 本文发现员工的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

机是员工做出越轨创新的动力来源。 虽然自恋型人格的员工往往会做出越轨创新,但这种人格特质相对稳

定,很难后期培养,而且这种人格特质本身也具有双面性。 但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是一种可激发、可变

的心理状态,因此在一定条件下组织管理者可以通过适当影响员工产生这种动机来管理员工的越轨创新。
最后,员工的职业使命感的强化为组织促进员工的越轨创新提供了支持方案。 员工的职业使命感能够

加强员工自恋特质的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进而导致越轨创新。 此外,还有大量研究表明职业使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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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影响,如提升员工工作投入度[38] 、降低离职行为[39] 等。 因此,组织应该高度重视并积极培养员工的

职业使命感,从而加强其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并引导员工为团队、组织发展带来积极作用。
(三)研究局限和展望

本文存在一定不足之处,需要在未来研究中进一步改进。
首先,本文采用问卷调研法,难以预测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例如,虽然本文发现员工自恋特质具有较

强的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但不能因此推断自恋特质是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产生的原因。 虽然本

文采用了一系列方法检验并排出共同方法偏差导致的潜在虚假相关问题,如多时间点进行数据收集、
Harman 单因子检验方法,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但这些方法依然无法帮助得出

因果关系的相关结论。 因此,在未来研究中可以同时结合实验法进一步验证自恋型人格、创造力驱动打破

规范动机、越轨创新之间的因果关系。
其次,虽然本文结合主动动机模型验证了创造力驱动打破规范动机这一能力动机在自恋特质和越轨创

新之间的中介作用,但不排除有其他机制可以来解释两个之间的关系。 例如,已有研究发现亲社会动机[16] 、
情绪耗竭[10,17]也会影响员工的越轨创新。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从不同理论视角出发,拓展影响员工越轨创新

的中介机制。 此外,本文中虽然着重探讨“能力动机”对越轨创新的影响,但未来可以同时纳入“理由动机”,
比较两者的中介机制强弱。

最后,未来研究可以探讨其他可能影响自恋特质的个体做出越轨创新的边界条件。 本文重点探讨了员

工的职业使命感对自恋特质与越轨创新之间关系的强化作用。 根据主动动机模型,情境特点是另外一个影

响员工主动动机的重要影响因素,且会与个体因素交互对主动动机带来影响。 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更多

情境因素,拓展自恋特质个体做出越轨创新的边界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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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an
 

innovation-driven
 

market
 

environment,
   

creative
 

deviance
 

in
 

employees
 

is
 

increasingly
 

observed
 

in
 

modern
 

enterprises.
 

To
 

explore
 

individual
 

factors
 

influencing
 

creative
 

deviance
 

behavior,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grounded
 

in
 

the
 

proactive
 

motivation
 

framework.
 

The
 

study
 

investigated
 

the
 

influence
 

of
 

narcissistic
 

employees
 

on
 

creative
 

deviance
 

through
 

creativity-driven
 

norm-breaking
 

motives.
 

Additionall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mployees
 

sense
 

of
 

occupational
 

calling
 

is
 

explored.
 

Based
 

on
 

375
 

survey
 

responses
 

from
 

employees
 

in
 

innovation
 

positions,
   

it
 

was
 

found
 

that
 

narcissism
 

significantly
 

enhances
 

creative
 

deviance.
 

Creativity-driven
 

norm-breaking
 

motives
 

medi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cissism
 

and
 

creative
 

deviance,
   

while
 

the
 

sense
 

of
 

occupational
 

calling
 

positively
 

moderates
 

both
 

the
 

direct
 

effect
 

of
 

narcissism
 

on
 

creativity-driven
 

norm-breaking
 

motives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s.
 

The
 

findings
 

provide
 

insights
 

into
 

the
 

literature
 

on
 

creative
 

deviance
 

and
 

offer
 

guidance
 

on
 

directing
 

employee
 

creative
 

deviance.
Keywords:

            

creative
 

deviance;
   

narcissism;
   

occupational
 

calling;
   

creativity
 

driven
 

norm
 

breaking
 

mot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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